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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愤怒情绪影响企业间竞合关系的机制，基于两次最后通牒博弈构造竞争型成员

间分配决策情景，采用组间实验设计，得出决策者伪装愤怒情绪可促进竞争型成员间合作． 内
在机理是，相较于在真实情绪组，在伪装情绪组中，情绪应答者给情绪表达者提供的分配额无

差别，而情绪表达者向情绪应答者表达了较高愤怒情绪水平，即伪装其愤怒情绪水平，并给情

绪应答者提供的分配额较低，而受伪装愤怒情绪影响的情绪应答者接受情绪表达者给出分配

方案的可能性较高． 从愤怒情绪影响成员间分配决策的视角，得出决策者伪装愤怒情绪水平可

促进分配交易达成． 这为愤怒情绪影响竞争型企业间协调合同设计提供了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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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漫长人类进化历程演化出的愤怒、悲伤、高兴

等情绪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简化和调整决策者的

决策判断的过程． 在采销情境中，存在所有决策集

中在一方成员而另一方成员只决定是否接受合

同． 比如苹果手机、娃哈哈、农夫山泉瓶装水的价

格均由品牌制造商确定等，这约束了零售商的定

价行为． 而一些产品的零售价格与批发价格均由

零售商确定，如宜家确定了拟售卖家具的零售价

格后，再寻找能提供相应批发价格的制造商． 上述

采销过程涉及的价格及人的情绪，均影响决策者

的决策行为． 在采购商询价情境中，Ｃｕｉ 等［１］ 发现

采购商用人工询价或机器人询价所获得的供应商

的报价水平不同，这是因为，不同于人与人的交

互，人与机器人交互情境中机器人没有情感，因此

面对机器人询价的供应商更少受情绪影响，所提

供的报价也不同． 在服务情境中，微笑的服务员可

从顾客处获得较多小费，假装愤怒的顾客可从商

家处获得较低价格． 可见决策者如何恰当地表达

愤怒情绪及情绪如何影响交易双方的决策行为值

得关注．
成员交易中的不公平感可诱发愤怒情绪［２］ ．

愤怒情绪是一种负面情绪，其传播力和感染力大

于正面情绪，决策者可利用情绪影响他人及自我

决策，策略性表达情绪的决策者虽然需付出代价

但也从中受益［３， ４］，因此决策者有动机伪装情

绪［５］ ． 竞争型决策者间信任度较低，面对不公平

分配方案，他们是真实地表达愤怒情绪还是伪装

愤怒情绪？ 情绪表达者传递愤怒给情绪应答者造

成压力是否促使情绪应答者让步从而促进成员间

合作？
为了探究上述问题，借助两次最后通牒博弈

框架模拟两个成员之间分配固定额度的情境． 实
践中，成员之间的交易并非是一次性，而是重复

的、可商讨的关系． 多数考察决策者对不公平感厌

恶的管理实验研究构造了一次性博弈关系，并且

总分配额受零售价格影响而内生确定． 由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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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不公平感厌恶程度也可通过内生的总分配额

体现，这使得诱发愤怒情绪的源头有两种可能性．
同时考虑两种诱发愤怒情绪的源头不利于清晰地

分析因分配不公平而诱发的愤怒情绪如何影响成

员间的竞争与合作． 为此，在两次最后通牒博弈框

架下，借助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的不公平分配

方案诱发被试愤怒情绪，探究与交易合同直接相

关的愤怒情绪影响被试决策行为的机制；通过互

换情绪应答者与情绪表达者在两次最后通牒博弈

分配方案中提出与接收分配方案的角色，探究处

于不同谈判地位的决策者行为受自我愤怒情绪及

他人愤怒情绪影响的机制．
本研究为决策者策略性地表达愤怒情绪提供

了管理启示． 第一，从管理决策过程视角，解读了

愤怒情绪缓解分配博弈冲突，影响竞争型决策者

合作的机制，为企业雇佣具有情绪的经理人、评价

其愤怒情绪影响管理绩效提供了建议． 第二，从合

同执行过程视角，解读了非合同参数（愤怒情绪）
影响决策的机制，指出让双方在合同签署前沟通

愤怒情绪，可影响分配方案制定及提升合同达成

率． 第三，从促进竞争中合作的视角，基于最后通

牒博弈的微观框架，指出伪装愤怒情绪可促进竞

争型决策者间的合作，为 Ｓｃｉｅｎｃｅ 创刊 １２５ 年之际

发问的 １２５ 个问题中第 １６ 条：人类合作行为如何

发展？［６］给出了一条注解．

１　 文献综述

相关的研究包括公平感、最后通牒与愤怒

情绪．
公平感

竞合成员间的运营决策共同影响各自收益．
研究者分别在理性假设［７］、考虑行为因素［８ － １１］ 情

境中，设计协调合同机制，分析不公平感因素影响

合同参数的机制，并解释批发价格合同优于两部

定价、回购等协调合同，缓解成员间双重加价效应

的原因在于合同制定者与接收者间的相对收益引

发决策者对不公平分配厌恶影响决策者的行

为［１２， １３］ ． 也有学者采用选择模型，将被试拒绝合

同的行为刻画为随机选择［１４， １５］ ． 然而采用管理实

验探究决策者不公平感厌恶影响其效用及决策机

制的研究不允许决策者表达因交易合同而诱发出

的情绪水平． 虽然 Ｌｏｃｈ 和 Ｗｕ［１５］不允许实验过程

中的被试交流情绪，但允许被试在实验前有握手、
简单自我介绍形式的社交性交流，该实验前社交

性交流影响被试的合同选择行为． 进一步，Ｚｈａｏ
等［１６］采用奖励—惩罚博弈框架，分析决策者采用

直接决定或者策略决定（提前制定预案）方法决

策时大脑负责情绪功能部位的活跃度；虽然两种

方法在理论上等价，但是基于核磁共振实验数据

显示，奖励决策框架下，采用直接决定方法的被试

不情愿奖励脑部活动高于采用策略决定方法下

的，对应奖励比例也偏低；惩罚决策框架下，采用

策略决定方法的被试负性情绪的脑部活动高于采

用直接决定方法下的，对应惩罚比例也偏高． 基于

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拒绝交易是决策者诉求未被

满足而向竞争对手表达愤怒情绪的一种手段，还
需探析竞争型企业交易中的诱发情绪影响决策行

为的机制．
最后通牒博弈

最后通牒博弈有提议者和应答者两个角色，
提议者提出分配方案，之后应答者选择是否接受，
若接受则双方按照提议者所提分配方案分配，若
拒绝则双方收益均为零． 若取消应答者对提议者

所提要求的否决权即为独裁者博弈［１７］ ． Ｆｏｒｓｙｔｈｅ
等［１８］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给应答者的钱

数要比独裁者实验中的大许多，这是因为如果公

平分配主要是由提议者希望公平对待应答者的愿

望驱动，那么最后通牒和独裁者博弈中的分配额

无区别；如果是对被拒绝的恐惧推动公平报价，那
么独裁者博弈中的分配额比最后通牒博弈中

的低．
最后通牒博弈情境下，无论分配总额的大

小［１９］、提议者和应答者国籍差异［２０， ２１］，提议者分

给应答者的分配额在总额的 ３０％ ～ ４０％间；且分

配额越低，应答者拒绝分配额概率越高． 应答者拒

绝较低分配额方案不仅是因为其不赞同该分配方

案，也是因为其想传递不赞同的观点［２２］ ．
愤怒情绪

愤怒情绪影响自我决策． Ｘｉａｏ 和 Ｈｏｕｓｅｒ［２３］采
用最后通牒博弈框架，发现与不允许表达情绪的

应答者相比，直接向提议者表达情绪的应答者在

面对不公平提议时具有更低拒绝率，说明情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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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代替拒绝行为行使了向对方传达信息的功能．
Ｍｏｔｒｏ 等［２４］采用信任博弈框架发现处于愤怒情绪

状态的被试更不愿意与对方合作．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等［２５］采用最后通牒博弈，借助于面部表情识别技

术发现接受低分配方案被试的愤怒情绪较高．
愤怒情绪也影响他人决策． Ｖａｎ Ｋｌｅｅｆ 等［２６］

发现面对愤怒的方案应答者，方案提出者在交易

中选择让步． 由于愤怒情绪影响他人决策，决策者

有动机伪装愤怒情绪影响他人决策． Ｃôｔé 等［２７］ 指

出决策者伪装愤怒降低决策双方间信任度反令对

手不会让步，建议在决策过程中正确理解愤怒的

内涵． Ａｎｄｒａｄｅ 和 Ｈｏ［２８］ 采用组内设计，用独裁者

博弈启发被试愤怒水平，然后让其报告自身愤怒

情绪水平；并且在传递愤怒情绪之前，主试允许情

绪表达者修改其之前表达的愤怒情绪水平；研究

发现情绪表达者伪装了其愤怒情绪水平以最大化

自身利益． 与 Ａｎｄｒａｄｅ 和 Ｈｏ［２８］ 不同，本研究采用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框架启发被试愤怒水平，令第

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分配方案应答者成为第二

次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分配方案提议者，分析被试

是否伪装自身愤怒情绪水平，愤怒情绪水平如何

影响其对分配方案的接受率、自身所提分配决策

及对方对分配方案的接受率．
研究贡献在于：一是，将企业间竞合关系提炼

为最后通牒博弈下的提出与接受分配方案的决策

情境，采用管理方法定量化研究愤怒情绪促进竞

争性企业合作的可能性，为决策者如何策略性地

利用愤怒情绪提升收益提供了管理启示． 二是，已
有研究或是关注情绪表达者的情绪对情绪应答者

决策行为的影响，或是关注情绪表达者的情绪对

自身决策的影响． 借助最后通牒博弈，当愤怒情绪

表达者得知自我情绪将被传递给情绪应答者时，
分析自我决策行为及愤怒情绪表达者的情绪对情

绪应答者（他人）决策行为的影响．

２　 实验情景

２． １　 实验设计

采用两次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范式． 实验共进

行 １８ 轮，在每轮实验中被试所匹配对手相同，第
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记为 Ａ（应答者记为

Ｂ）是第二次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应答者（提议者），
也就是说，博弈双方（Ａ 和 Ｂ）在第二次最后通牒

博弈中互换角色． 对同一个被试，在 １８ 轮实验的

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的身份保持不变，即对于第

１ 轮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扮演提议者 ／应答者的

被试，在以后每一轮的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都是

扮演提议者 ／应答者． 为了避免互惠效应，每轮实

验开始前所有被试被随机组合． 每轮实验分为四

个决策阶段．
第一决策阶段：Ａ 提出分配方案，给 Ｂ 分配额

为 Ｘ，即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给应答者

的分配额． Ｘ 可能取值在区域｛１００、９０、８０、７０、３０、
２０、１０、０｝． 为确保 Ａ 提出一个对 Ｂ 不公平的分配

方案，引发 Ｂ 愤怒情绪，分析愤怒情绪驱动下分

配决策，不给被试提供选项 ｛４０、５０、６０｝，这与

Ａｎｄｒａｄｅ 和 Ｈｏ［２８］实验设计一致．
第二决策阶段：首先，表达情绪前，一半 Ｂ 被

告知该愤怒情绪水平在第四决策阶段被传递给

Ａ；另一半 Ｂ 则被告知其愤怒情绪水平将被保密．
其次，Ｂ 表达自身愤怒情绪水平，记为 Ｅ，填写 １ ～
７ 之间整数． 其中，情绪 ７ 分量表中，１ ＝ 一点也不

愤怒，７ ＝非常愤怒． 再者，Ｂ 选择是否接受 Ａ 所报

分配方案， Ｂ 选择行为记为 ＩＢ ． 若 Ｂ 接受记 ＩＢ ＝
１，双方按照 Ａ 提出的分配方案获得相应收益；若
Ｂ 拒绝记 ＩＢ ＝ ０，双方收益均为零． Ｂ 接受 Ａ 所报

分配方案的平均比率记为 ＲＢ ．
第三决策阶段：Ｂ 提出分配方案：给 Ａ 分配额

为 Ｙ，即第二次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给应答者

的分配额． Ｙ 可能取值在区域｛１００、９０、８０、７０、６０、
５０、４０、３０、２０、１０、０｝．

第四决策阶段：Ａ 收到 Ｂ 在第二决策阶段所

表达的愤怒情绪水平 Ｅ 及 Ｂ 在第三决策阶段所

提出的分配方案 Ｙ，选择是否接受 Ｂ 所报分配方

案， 记 Ａ 选择行为为 ＩＡ ． 若 Ａ 接受记 ＩＡ ＝ １，双方

按照 Ｂ 提出的分配方案获得相应收益；若 Ａ 拒绝

记 ＩＡ ＝ ０，双方收益均为零． Ａ 接受 Ｂ 所报分配方

案的平均比率记为 ＲＡ ．
将两次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提议者与应答者互

换，以分析 Ｂ 是否认为具有愤怒情绪表达机会对

自身是否接受 Ａ 的分配方案及分配决策带来的

影响，探讨 Ｂ 的情绪如何影响 Ａ 接受 Ｂ 所提分配

方案的决策；回答 Ｂ 是否伪装其愤怒情绪水平，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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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愤怒情绪水平是否有助提升自身和对方

收益．
Ｂ 所表达的愤怒情绪都被传递给 Ａ，形成两

个实验组：伪装情绪组：Ｂ 被告知愤怒情绪水平被

传递给 Ａ，主试传递 Ｂ 所表达愤怒情绪水平给 Ａ，
记为 ＳＳ． 真实情绪组：Ｂ 被告知愤怒情绪水平被

保密，主试传递 Ｂ 所表达愤怒情绪水平给 Ａ，记为

ＨＳ． 相对于在真实情绪组，在伪装情绪组中，因 Ｂ
知悉所表达愤怒情绪将被传递给 Ａ，Ｂ 有动机夸

大其愤怒情绪，以期增加自身收益． 记二元变量

Ｓ ＝１ 指 Ｂ 认为自身具有愤怒情绪表达机会，Ｓ ＝ ０
指 Ｂ 不认为自身具有愤怒情绪表达机会． 主要符

号及定义总结如表 １ 所示．
为了避免组内实验设计引发的顺序效应［２９］，

本文采用组间实验设计． ６４ 名来自华东地区一所

综合性高校的不同专业本科生参加实验． 真实情

绪组有 １７ 组被试（３４ 人）；伪装情绪组有 １５ 组被

试（３０ 人）．
表 １　 符号及定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符号 含义

Ｘ 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给应答者的分配额

Ｙ 第二次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给应答者的分配额

ＩＢ 二元变量， ＩＢ ＝ １（０）指 Ｂ 接受（拒绝）Ａ 提出的分配方案

ＩＡ 二元变量， ＩＡ ＝ １（０）指 Ａ 接受（拒绝）Ｂ 提出的分配方案

Ｅ 愤怒情绪水平

ＲＡ Ａ 接受 Ｂ 所报分配方案的平均比率

ＲＢ Ｂ 接受 Ａ 所报分配方案的平均比率

Ｓ 二元变量， Ｓ ＝ １（０）指 Ｂ（不）认为自身具有情绪表达机会

　
　 　 每次最后通牒博弈的分配总额为实验币

１００，实验币与人民币兑换比例为 ５０∶１，被试收益

为出场费人民币 １５ 元和实验收益，每组实验约持

续 ６０ｍ，被试平均收益为人民币 ４４ 元． 采用

Ｚ⁃Ｔｒｅｅ［３０］编写实验程序．
２． ２　 研究假设

完全理性的被试不受愤怒情绪及是否具有情

绪表达机会影响． 在第一决策阶段中，Ａ 给 Ｂ 分配

额为 ０，即在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 Ｘ ＝ ０；在第三

决策阶段，Ｂ 给 Ａ 分配额也为 ０，即第二次最后通

牒博弈中 Ｙ ＝ ０． 无论情绪表达者如何认知其情绪

水平是否传递给情绪应答者，被试决策行为不受

情绪表达机会影响． 有假设 ０．
假设 ０　 在两次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
假设 ０ａ 　 被试所给分配额满足 Ｘ ＝ ０ 和

Ｙ ＝ ０；
假设 ０ｂ　 被试总接受对手给出的分配额．
基于非理性人假设，被试有动机通过伪装情

绪影响对手决策，增加自身收益［４］ ． 相对于真实

情绪组中，伪装情绪组中的 Ｂ 知道所表达愤怒情

绪被传递给 Ａ，因此 Ｂ 有动机夸大其愤怒情绪水

平，增加自身收益． 有假设 １．
假设 １　 相对于在真实情绪组中，在伪装情

绪组中：
假设 １ａ　 情绪表达者表达的愤怒情绪水平

较高；
假设 １ｂ　 情绪表达者获得的分配额较高．
在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相对于真实情绪

组，在伪装情绪组中，Ｂ 知道所表达愤怒情绪被传

递给 Ａ，由于情绪表达与拒绝行为具有等价

性［２３］，Ｂ 不太可能通过拒绝 Ａ 所提出分配方案再

次表达愤怒，因而 Ｂ 接受 Ａ 给出的分配方案的可

能性较高． 在第二次最后通牒博弈中，相对于真实

情绪组，伪装情绪组中的 Ｂ 认为 Ａ 收到 Ｂ 所表达

愤怒情绪后，Ａ 知晓 Ｂ 对 Ａ 所提分配方案的愤怒，
因此 Ｂ 更有动机以彼之道还之彼身，提供较低分

配额． 有假设 ２．
假设 ２　 相对于在真实情绪组中，在伪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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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组中：
假设 ２ａ　 在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情绪表

达者接受对手给出的分配方案的可能性较高；
假设 ２ｂ　 在第二次最后通牒博弈中，情绪表

达者给对手提供的分配额较低．
他人情绪影响自我决策［２８］ ． 对 Ａ 而言，在真

实和伪装情绪组中，Ａ 所处决策环境差异在于所

收到愤怒情绪水平高低． 在第四决策阶段中，接收

到情绪水平高低影响 Ａ 决策行为． 依据假设 ２ａ，
相对于真实情绪组，在伪装情绪组中，Ｂ 表达的愤

怒情绪水平较高，相应地，收到较高愤怒情绪水平

的 Ａ 有可能接收对方给的分配方案． 有假设 ３．

假设 ３　 相对于在真实情绪组中，在伪装情

绪组中，第二次最后通牒博弈中，情绪应答者接受

对手给出分配方案的可能性较高．
２． ３　 被试同质性分析

为检验与控制被试的特质对愤怒情绪影响分

配决策的影响，实验结束后，被试需填写问卷，回
答三个方面特质：诚实和公平感（ｈｏｎｅｓｔｙ ／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ＨＦＳ） ［３１］、整体信任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ｓｃａｌｅ，
ＧＴＳ） ［３１］和情绪智力（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Ｉ） ［３２］ ．
其中，前两个量表为 ７ 分量表，后一个为 ５ 分量

表． 对比参加伪装情绪组和真实情绪组的被试的

行为特质，有表 ２．

表 ２　 被试行为特质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量表 ＨＦＳ ＧＴＳ ＥＩ

组别 ＨＳ ＳＳ ＨＳ ＳＳ ＨＳ ＳＳ

Ａ
５． ７０ａ（１． ２３） ５． ５０ａ（１． ６０） ５． １９ａ（１． ４１） ５． ２１ａ（１． ４０） ３． ５１ａ（０． ８４） ３． ６９ｂ（０． ８５）

Ｗ ＝ ４ ６６２， ｐ ＝ ０． ８４７ １ Ｗ ＝ ４ ４８８， ｐ ＝ ０． ７８５ ７ Ｗ ＝ ２８ ０９４， ｐ ＝ ０． ００７ ８

Ｂ
５． ８０ａ（１． ３３） ５． ２８ｂ（１． ４４） ５． ４１ａ（０． ９９） ５． ３７ａ（１． ５５） ３． ７３ａ（０． ９０） ３． ６５ａ（０． ９４）

Ｗ ＝ ５ ５０１， ｐ ＝ ０． ００３ ８ Ｗ ＝ ４ ０７９， ｐ ＝ ０． １７１ ３ Ｗ ＝ ３４ ２１４， ｐ ＝ ０． ２６３

　 　 注： １） 括号中数值为标准差；２） 各个量表中，每一行相同字母上标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 ０． ０５ 时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字母上标

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 ０． ０５ 时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 ２ 可得，关于被试的诚实和公平感，两
组中扮演 Ａ 的被试不存在显著组间差异，而真

实情绪组中扮演 Ｂ 的被试的诚实和公平感显著

高于伪装情绪组中 Ｂ 的． 由于真实情绪组中扮

演 Ｂ 被试的公平感强于伪装情绪组中的，那么

面对 Ａ 所提出的相同的分配方案，真实情绪组

中 Ｂ 表达的愤怒情绪水平应高于伪装情绪组中

的． 因此，当真实情绪组和伪装情绪组中 Ｂ 面对

同一个不公平分配方案，若伪装组中 Ｂ 表达的

愤怒情绪水平较高，则说明 Ｂ 存在伪装情绪行

为． 在关于被试的整体信任测量中，真实情绪组

和伪装情绪组中的被试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关

于被试情绪智力测量中，两组中扮演 Ｂ 的被试

不存在显著差异，伪装情绪组中 Ａ 的情绪智力

显著高于真实情绪组中的，而伪装情绪者 Ｂ 在

情绪智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 Ａ 明确得知 Ｂ

的愤怒情绪水平，无需通过感知 Ｂ 的情绪而决

策，故 Ａ 在情绪智力上的差异不影响本研究的

分析．

３　 假设检验

３． １　 假设 ０ 检验

将两轮最后通牒博弈中被试的分配决策及是

否接受决策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汇总于表 ３．
由表 ３ 可知，第一，在真实情绪和伪装情绪组

中，Ｘ 和 Ｙ 均显著大于 ０；可得，被试并非完全理

性行为，因此拒绝假设 ０ａ． 第二，在第二决策阶

段，在真实情绪组和伪装情绪组中，Ｂ 的接受率显

著异于 １；在第四决策阶段中，在真实情绪组和伪

装情绪组中，Ａ 的接受率也显著异于 １，因此拒绝

假设 ０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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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描述性统计结果②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ＨＳ ＳＳ

数据组量 Ｎ ２９６ ２５９ 秩和检验

Ｘ ２３． ９２ａ（６． ７０） ２２． ４３ａ（７． ９２） Ｗ ＝ ４１ ７０８， ｐ ＝ ０． ０５０ ２

Ｅ ４． ４１ａ（２． １０） ５． ０４ｂ（１． ９２） Ｗ ＝ ３１ ７７２， ｐ ＝ ０． ０００ ２

ＲＢ ０． ８６ａ（０． ３５） ０． ８７ａ（０． ３４） Ｗ ＝ ３７ ９２５， ｐ ＝ ０． ０７１ ７２

Ｙ ２６． ６６ａ（１０． ８６） ２３． ０５ｂ（９． ７８） Ｗ ＝ ４５ １３８， ｐ ＜ ０． ０００ １

ＲＡ ０． ８７ａ（０． ３４） ０． ９２ｂ（０． ２７） Ｗ ＝ ３６ ５１９， ｐ ＝ ０． ０３５ ８

给定两次最后通牒博弈中均成交

１００ － Ｘ ＋ Ｙ ９９． ３８ａ（７． ２２） ９８． ４８ｂ（４． ３２） Ｗ ＝ ２５ ４８２， ｐ ＝ ０． ０２６ ９

１００ ＋ Ｘ － Ｙ １００． ２０ａ（７． ２４） １０１． ５ｂ（４． ３２） Ｗ ＝ ２１ ９９２， ｐ ＝ ０． ０１４ ８

　 　 　 　 注： １）括号中数值为标准差； ２）相同字母上标表示，采用秩和检验方法，在显著性水平为 ０． ０５ 时，ＨＳ 和 ＳＳ 组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字母上标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 ０． ０５ 时，ＨＳ 和 ＳＳ 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３． ２　 假设 １ 检验

由表 ３ 可得，在第一决策阶段，Ａ 给出的分配

额在真实情绪组和伪装情绪组中无差异． 在第二

决策阶段，Ｂ 接受 Ａ 给出的分配方案的可能性在

真实情绪组和伪装情绪组中无差异． 然而相对于

真实情绪组，在伪装情绪组中，Ｂ 表达的愤怒情绪

水平较高． 与此同时，由表 ２ 可得在真实情绪组中

扮演 Ｂ 被试的公平感强于伪装情绪组中的，那么

面对 Ａ 所提出的相同的分配方案，真实情绪组中

Ｂ 表达的愤怒情绪水平应高于伪装情绪组中的．
然而表 ３ 显示在伪装情绪组中的 Ｂ 相对于在真

实情绪组中的汇报了较高情绪水平，因此 Ｂ 伪装

了其愤怒情绪水平，接受假设 １ａ．
伪装愤怒情绪行为是否使 Ｂ 获得更多收益？

由表 ３ 可知，在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在真实情

绪组和伪装情绪组中，被试所提出的分配额，以及

相应的接受率无差异；在第二次最后通牒博弈，即
第三决策阶段中，伪装情绪组中 Ｂ 分给 Ａ 的份额

Ｙ 显著小于真实情绪组中的，而面对这样的分配

方案，在第四决策阶段，伪装情绪组中 Ａ 的接受

率反而显著高于真实情绪组． 也就是说，伪装情绪

组中 Ａ 即使面对较小分配份额，多数 Ａ 依然选择

接受，可见伪装情绪组中 Ａ 有所让步，Ｂ 通过伪装

其愤怒情绪水平可获得更多收益． 因此接受假

设 １ｂ．
假设 １ 被接受提供的管理启示是，令竞争型

成员间沟通关于分配方案引发的愤怒情绪信息有

助促进双方下阶段分配方案达成；收到不公平分

配方案的成员策略性地表达较高愤怒情绪水平，
可在下一阶段获得更多分配额． 因此企业雇佣具

有情绪表达意愿的决策者，并在讨价还价过程中

沟通因不公平分配方案引发的愤怒情绪可促成交

易达成；与此同时，愤怒情绪应答者需估算愤怒情

绪表达者的情绪状态再做出决策反应．
进一步，给定两次最后通牒博弈中均成交，对

比真实和伪装情绪组中 Ａ 和 Ｂ 的收益，两组中 Ａ
和 Ｂ 的收益均存在显著差异． 对情绪表达者 Ｂ 而

言，伪装情绪组中的收益大于真实情绪组中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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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为确保 Ａ 提出对 Ｂ 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以引发 Ｂ 的愤怒情绪，进而分析愤怒情绪驱动下分配决策，删除了第一决策阶段 Ａ 给 Ｂ 的分配额较

大的数据，即 Ｘ 的值只有 ０、１０、２０ 以及 ３０，其中，真实情绪组中删去 １０ 组数据，伪装情绪组中删去 １１ 组数据． 所剔除的数据组量占总数据

量分别为（在真实情绪组中）３％和（在伪装情绪组中）４％． 被剔除的数据组均是来自于第一个决策阶段，且是由不同被试在前几个实验轮

数做出． 可能原因，一是，被试希望测试一下实验设置情景． 二是，被试能够正确理解实验情景，但是，希望选择给对方较多，释放善意的信

号，通过这次合作，希望对手在下一次合作中能够让利． 如果出现异常值的数据比较多，那么有可能研究者的实验设计意图存在错误；研究

者需将最后通牒分配博弈修正为信任博弈，更容易抓取被试这方面的意图；然而，依据本文数据统计情况，出现的数据比较少，说明研究者

的实验设计意图比较清晰． 因此，第二个原因被排除了． 此外，出现异常值，可能是在正式实验开始前，被试未正确理解实验情境． 为避免此

情况发生，需要实验者在实验前测、指南讲读和预实验环节，确保被试充分理解和重视实验流程．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指出关于异常值出现

的原因及可能解释理由的追问．



对情绪接受者 Ａ 而言，伪装情绪组中的收益小于

真实情绪组中的． 可见，受较高愤怒情绪影响被试

更愿接受不公平分配方案，这导致自身收益降低．
３． ３　 假设 ２ 检验

在伪装和真实情绪组中，Ｂ 的决策环境差异

在于有无情绪传递机会． 由表 ３ 可见，采用双边符

号秩检验可得，在第二决策阶段，在伪装和真实情

绪组中，Ｂ 面对的分配份额不存在显著差异，Ｂ 的

接受率不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据此 Ｂ 所提供的愤

怒情绪水平是否在第二个最后通牒博弈中被传递

给 Ａ 不影响 Ｂ 在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接收对

手给出分配方案的可能性． 因此，拒绝假设 ２ａ．
根据双方博弈过程易得，Ｂ 的决策 ＩＢ受变量

Ｘ 和自身是否具有情绪传递机会 Ｓ 的影响，构造

如下回归方程

ｌｎ ＩＢ ＝ ａ０ ＋ ａ１ Ｓ ＋ ａ２ Ｘ ＋ ａ３ ＳＸ
表 ４　 Ｂ 的接受 ／拒绝决策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Ｂ’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变量 系数 估计值

截距 ａ０ － １． ７８７ ０∗∗∗

Ｓ ａ１ ２． １５２ １∗∗

Ｘ ａ２ ０． １６７ ７∗∗∗

ＳＸ ａ３ － ０． ０９４ １∗∗

　 注： １）Ｐｒ（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 １③；２）显著异于零水平：∗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由表 ４ 可知，参数 ａ０ 为截距值显著异于零，
即不考虑各自变量影响下，存在未知因素影响 Ｂ
的决策． 自变量 Ｓ 的系数 ａ１为正数，说明相对于

在真实情绪组中，在伪装情绪组中的 Ｂ 更倾向接

受 Ａ 所提分配方案；也就是说，若 Ｂ 认为可传递

其愤怒情绪水平给 Ａ，Ｂ 更愿意接受来自于 Ａ 的

不公平分配方案，即决策者通过情绪表达缓解了

不公平感带来的愤怒，接下来更倾向选择接受合

同． 自变量 Ｘ 的系数 ａ２为正数，即若 Ａ（对手）所
给分配方案 Ｘ 越大，Ｂ 越倾向于接受 Ａ 的分配方

案；与此同时，变量 ＳＸ 的系数 ａ３ 为负数，说明相

对于在真实情绪组，在伪装情绪组中，具有情绪表

达能力的 Ｂ 受对手所给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影响

较小． 结合系数 ａ１为正数，可得 Ｂ 接收对手所给

分配方案的可能性在两组中无差异． 上述分析进

一步拒绝假设 ２ａ．
由表 ３ 可得，采用双边符号秩检验方法对比

真实情绪组和伪装情绪组中的 Ｘ 和 Ｙ 数据，可
得，在真实情绪组和伪装情绪组中，Ｂ 所面对的分

配份额 Ｘ 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伪装情绪组中

Ｂ 所提出的分配份额 Ｙ 显著低于真实情绪组中

的． 因此接受假设 ２ｂ．
为解释伪装愤怒情绪如何影响作为提议者被

试的分配方决策，在第三阶段中，分析 Ｂ 给 Ａ 的

分配额 Ｙ 决策受变量 Ｘ、Ｓ 和 ＩＢ的影响． 将 Ｙ 按照

平均值划分为高和低两类，记 ＩＹ ＝ ０ 为低分配额，

ＩＹ ＝ １ 为高分配额． 采用逐步回归法［３３］，可得关于

Ｂ 分配决策的回归方式如下

ｌｎ ＩＹ ＝ ｂ０ ＋ ｂ１ Ｓ ＋ ｂ２ ＩＢ ＋ ｂ３ Ｘ ＩＢ
表 ５　 Ｂ 的分配决策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Ｂ’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变量 系数 估计值

截距 ｂ０ １． ５５０ ９

Ｓ ｂ１ － ０． ６２０ ６∗

ＩＢ ｂ２ － １３． ６５９ ８∗∗∗

Ｘ ＩＢ ｂ３ ０． ３３２ ２∗∗∗

　 注： Ｐｒ（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 １；显著异于零水平：∗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由表 ５ 可知，参数 ｂ０为截距值，不显著；即不

考虑各个自变量影响下，不存在未知因素对 Ｂ 的

决策有影响． 自变量 Ｓ 系数 ｂ１为负，表明具有愤怒

情绪表达机会的 Ｂ 倾向给对方一个较低的分配

额． 也就是说，相对于真实情绪组，在伪装情绪组

中，由于 Ｂ 认为对手能接受到 Ｂ 所传递的愤怒情

绪水平，因此，在第二次最后通牒博弈中，Ｂ 选择

给对手较少分配额． 自变量 ＩＢ系数 ｂ２ 为负，表明

在第二决策阶段选择，接受分配方案的 Ｂ 倾向给

对方一个较小分配额． 自变量 Ｘ 和 ＩＢ的交互作用

系数 ｂ３为正，且由表 ３ 可知自变量 Ｘ 在两组中无

显著差异；由此可得，若在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

中，Ｂ 能够接受不公平分配方案，那么在第二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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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牒博弈中，Ｂ 更有可能给对手分配较多．
拒绝假设 ２ａ 和接受假设 ２ｂ 给出的管理启示

是表达愤怒情绪可作为讨价还价工具增加收益．
一方面，具有认为能够传递出愤怒情绪水平和接

受过不公平分配方案经历使得情绪表达者采用以

牙还牙策略，给对手分配的较少． 另一方面，遭受

过不公平分配方案对待的成员在获悉自身情绪水

平将被传递给对方时，伪装其愤怒情绪水平，采用

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得策略，借助与对方沟通其愤

怒情绪水平，获得较高分配额及较高分配方案成

交率．
３． ４　 假设 ３ 检验

由表 ３ 可见，相对于真实情绪组中，伪装情绪

组中 Ａ 接受 Ｂ 给出分配方案的可能性较高． 因此

接受假设 ３．
在真实情绪组和伪装情绪中的第三决策阶

段，Ａ 面临决策环境差异体现在所收到愤怒情绪

水平的高低和分配方案的不同． 其高低愤怒情绪

水平差异和所收到的分配方案的不同影响 Ａ 的

决策行为，因此，构建以 ＩＡ为因变量，以 Ｘ、ＩＢ和 Ｙ
为自变量，考虑自变量间交互作用，采用逐步回归

法得回归方程

ｌｎ ＩＡ ＝ ｃ０ ＋ ｃ１ ＩＢ ＋ ｃ２Ｙ ＋ ｃ３Ｘ ＩＢ ＋ ｃ４Ｙ ＩＢ
表 ６　 Ａ 的接受 ／拒绝决策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变量 系数 ＨＳ ＳＳ

截距 ｃ０ — －９． ４３５ ４∗∗∗

ＩＢ ｃ１ — １２． ５３９ ５∗∗∗

Ｙ ｃ２ — ０． ３６７ ４∗∗∗

Ｘ ＩＢ ｃ３ － ０． ２１４ ５∗∗ —
Ｙ ＩＢ ｃ４ ０． ３５０ ５∗∗∗ —

　 　 注： 显著异于零水平：∗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由表 ６ 可得，真实和伪装情绪组中 Ａ 所考虑

因素存在不同． 在真实情绪组中，自变量 ＩＢ对 ＩＡ没
有直接作用，而是通过对 Ｙ 和 Ｘ 的影响来间接影

响 ＩＡ；而在伪装情绪组中，变量 ＩＢ对 ＩＡ有直接作

用的，但 Ｙ 和 ＩＢ间及 Ｘ 和 ＩＢ间的交互作用对 ＩＡ的
影响不显著．

进一步，在真实和伪装情绪组中，Ａ 所处决策

环境的差异在于所接收到的愤怒情绪水平的高

低． 由表 ３ 可见，伪装情绪组中 Ａ 收到的愤怒情绪

水平显著高于真实情绪组中的． 较高的愤怒情绪

水平使得 Ａ 的决策过程不需要考虑不同自变量

间的交互作用． 这是因为，在伪装情绪组中，Ａ 收

到的愤怒情绪水平较高，这使得 Ａ 分配较多的信

息加工资源去思考传递较高愤怒情绪水平 Ｂ 的

感受，故而忽略了需要较多认知负荷方可处理的

多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该行为动机的背后

是认知负荷理论：人类的认知结构分为短时记忆

和长时记忆，短时记忆是一种工作记忆，其信息存

储容量有限，当人们进行信息加工时，最多可以同

时处理 ２ 条到 ３ 条． 而且当某种知识或图式含有多

种相互作用元素时， 加重了决策者认知负荷［３４］ ．
假设 ３ 的分析过程的管理启示是，成员决策受

对方表达的愤怒情绪、对方是否曾经接受不公平分

配方案、所给分配额及所被给分配额的影响，因决

策者处理信息能力受限，受较强烈愤怒情绪影响的

决策者仅关注与当下决策最相关信息，在短视思维

框架下做决策． 为改善受愤怒情绪影响决策者的决

策质量，企业需为其提供历史决策信息，帮助决策

者减少受对方愤怒情绪影响的可能性．
３． ５　 愤怒情绪影响决策的机理

总结假设 ０ ～ 假设 ３ 的研究结论，可将情绪

表达者的行为决策受合同参数及情绪表达方式影

响的机制汇总为图 １．
图 １ 直观地表述了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 １）

若 Ａ 所给分配方案 Ｘ 越大，Ｂ 越倾向于接受 Ａ 的

分配方案；２）若 Ｂ 认为可传递其愤怒情绪水平给

Ａ，那么 Ｂ 更愿意接受来自于 Ａ 的不公平分配方

案；３）相对于在真实情绪组，在伪装情绪组中，具
有情绪表达能力的 Ｂ 受对手所给不公平分配方

案的影响较小；４）在第二决策阶段选择，接受分

配方案的 Ｂ 倾向给对方一个较小分配额；５）相对

于真实情绪组，在伪装情绪组中，由于 Ｂ 认为对

手能接受到 Ｂ 所传递的愤怒情绪水平，因此，在
第二次最后通牒博弈中，Ｂ 选择给对手较少的分

配额；６）若在第一次最后通牒博弈中，Ｂ 能够接受

不公平分配方案，那么在第二次最后通牒博弈中，
Ｂ 更有可能给对手分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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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愤怒情绪影响决策的机理

Ｆｉｇ． １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ｎｇｒｙ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注： 实线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主效应，虚线表示该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效应影响因变量．

４　 结束语

４． １　 结论

竞争型成员间可采用复杂合同机制设计、信
息共享等基于完全理性人假设下的激励机制合同

设计方法，缓解竞争强度；纵然在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技术迅速发展并影响企业间合同机制

设计的当下，决策者也不可忽视人在其中扮演角

色的情况，而人具有情绪，情绪影响人的经济决策

行为，在合同设计机制中将情绪因素纳入其中，有
助决策者增加收益．

借助两次最后通牒博弈框架，分析愤怒情绪

驱动下的决策行为，得出情绪传递与拒绝行为具

有等价性，策略性愤怒情绪表达可促进竞争中的

合作． 首先，当被试得知自我愤怒情绪水平将被传

递给对手时，选择夸大愤怒情绪水平，实施情绪伪

装；其次，具有情绪传递机会的被试选择分配给对

手较小份额；最后，相对于真实情绪组中，伪装情

绪组中被试接收到的愤怒情绪水平较高，伪装情

绪组中的愤怒情绪应答者做出更多让步：面对相

同分配份额，甚至更少份额，伪装情绪组中的情绪

应答者有着更高接受率；并且，相对于真实情绪

组，伪装情绪组中的愤怒情绪表达者获得更多分

配额．

研究结论的管理启示是决策者伪装因不公平

感而引发的愤怒情绪水平可促进竞争型企业合

作． 基于此，管理实践中，决策者伪装其愤怒情绪

水平，通过策略性地向竞争对手表达因不公平交

易合同而引发的愤怒情绪水平，不仅有助提高自

身所分配到的收益，也有助提高双方间交易合同

的达成比率． 实践中企业相对谈判权力动态变化，
表达愤怒情绪不仅影响表达者也影响应答者的决

策行为，因此双方不仅要关注正式合同参数造成

的影响，还应考虑在正式合同讨价还价谈判过程

中双方情绪传递如何影响其决策行为：愤怒情

绪传递者可借助表达伪装的情绪敦促对方接受

合同，而情绪应答者需甄别所接受到的愤怒情

绪水平的真实度，依据最大化自身收益原则

决策．
实践中，愤怒情绪影响决策的内在机制受多

种因素影响，是一把双刃剑，通过表达愤怒情绪来

激励他人时，表达者应注意自我情绪表达之后的

行为． 情绪表达者传递出愤怒情绪后，情绪应答者

行为较为激进，误以为情绪表达者对自己不再期

待，愤怒情绪的表达将适得其反地削弱竞争型企

业间的合作［２４］；若表达愤怒情绪后，应答者更有

可能接受交易合同，体现出合作行为，那么在随后

交易中，表达者提出更为苛刻要求，应答者不想令

表达者愤怒也可能努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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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未来研究方向

有如下拓展研究方向．
第一，愤怒情绪程度水平影响分配方案及是

否接受决策的机制． 本文中的被试在被给予一个

分配方案后，进行自我情绪水平汇报；进一步研究

可考虑采用核磁共振［１６， ３５］、面部表情识别［２５］ 等

生理测量技术手段，精准地测量被试的愤怒水平

受外界变量的影响趋势，采用贝叶斯更新法

则［２］，定量化地分析情绪作为一种信息影响决策

者信念与决策行为的机制，更加精细地探究管理

实验中相关变量的逻辑关系．
第二，基于最后通牒博弈框架探究愤怒情绪如

何影响两个成员的竞合关系，为成员间的协调合约

设计提供启示． 进一步研究需要考虑总分配额内生

确定（即受零售价格的影响），决策者的（愤怒）情
绪不仅来自于相对分配额的影响，也受绝对分配额

的影响，通过巧妙地区分上述两种愤怒情绪来源，
利用助推理念［３６］，考察重复交易的成员之间受愤

怒情绪影响的协调合同机制设计，探究愤怒情绪的

表达是否有助竞争型成员间的合作，探究利用愤怒

情绪改善企业运营绩效的有效范围．
第三，个体异质性影响被试策略性表达愤怒

情绪的机制． 决策理论通常假设个体决策遵循某

一过程，但具有不同人格变量［３７］、认知能力［３８］、

认知风格［３９］、性别［４０］在该决策过程上存在差异．
为便利研究开展，学者较多地招募在校学生作为

被试． 并且，Ｂｏｌｔｏｎ 等［４１］ 说明了报童订购行为中

的行为偏差一些行为因素是人类共有的，不受教

育背景、工作年限等因素影响． 随后，Ｌｅｅ 等［４２］ 从

亚马逊网站招募被试，并重复了采用在校学生作

为被试的一些研究工作，得出，采用亚马逊网站招

募的被试（Ｍｔｕｒｋ），可以将关于库存决策中的行

为偏差、采购拍卖决策的行为偏差重现，但是

Ｍｔｕｒｋ 的学习效应表现的非常微弱，社会关系影

响合作的表现没有得到重现． 由上可得，在校学生

和以 ＭＴｕｒｋ 为代表的社会人士在一些行为偏差

上并非总是表现一致． 本研究虽然验证与控制了

被试在诚实和公平感，整体信任感和情绪智力三

方面的特征，但还需要招募更具有代表性被试，探
究个体异质性对被试策略性表达愤怒情绪行为的

影响机制．
第四，情绪伪装的成本影响决策的机制研究．

情绪伪装本质是一种欺骗行为，欺骗行为增加人

们在决策时的内心成本． 在某一情境中，情绪伪装

成本较高时，人们还伪装情绪吗？ 例如，在医院就

医时，为缩短排队时间，患者伪装焦虑情绪暗示医

生病情严重，此时伪装情绪道德成本较高，患者还

伪装情绪吗？ 尚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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